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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台湾地区族群印象

———基于多维互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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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特殊的海洋地理条件与历史演进过程,为多元文化在台湾地区“生根发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西人这一“他者”视野能够跳脱原有中文语言体系的束缚,更为完满地呈现 19 世纪中西文化在台湾地区的

互动,这是借助族群间的互动观察与评价实现的:其一,西人以其西方视角指出汉人文化的滞后性,却对汉人

的勇敢勤劳给予了肯定。 其二,西人在展现少数族群原始朴素的同时,别有用心地挖掘其宗教属性。 其三,西
人对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西人形象进行了反驳,并尝试重构其自身形象。 其四,对于汉人与少数族群两者的相

互评价,西人大多不予置评,却隐晦地对后者表示支持。 虽然西人在多元变换视角下对台湾社会、文化进行的

考察,得以呈现出更为真实、动态的近代台湾社会图景。 然而,多元视角下的族群形象互动,却依旧难以摆脱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歧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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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神秘的“东方”作为世界的另一端

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符号,与黄金一起成为萦绕在

西方人耳边的探险宣言:“我带你们去看各色人

种,你们会看到所有的东方人:近东人、中东人、远
东人。” [1]4 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掀起了近代

西人来华的高潮。 台湾地区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前

沿,无疑成为当时西人来华的选择之一,中西文化

藉此在台不期而遇,并产生一系列互动,形成了

“中华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并存”的台湾地区文化

体系并演化至今,对台湾地区历史发展与当前两

岸关系之演进有重要影响。
多元变换视角强调多种观察视角的比较、切换

与辩证统一。 19 世纪中西文化在台湾地区碰撞融

合的复杂性使得多元变换视角具备可操作性。 从

西方人对在台汉人的看法、西方人对台湾地区少数

族群的看法、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看法、汉人与少数

族群彼此的认知四个方面入手,对特殊历史时期中

西文化在台的“冲击与回应”进行学术考察。

　 　 一、西方人对在台汉人的看法

西人对在台汉人的观察视角多样且研究水平

参差不齐,但人种研究无疑是当时最常见的研究。
总体而言,西人对在台汉人持否定的态度。 虽然

他们肯定汉人对台湾地区开发的巨大作用,却对

汉人的群体性特点进行了一定批判,属于以偏概

全的观察模式。 史帝瑞认为汉人的外观 “跟他们

中国的弟兄没有什么两样” [2]209。 同时,史帝瑞还

可以通过皮肤日晒程度区分汉人的工作,“那些

富贵了好几代的汉人,肤色几乎跟欧洲白人一样。
而那些劳力阶层因为工作时大都袒胸露背,且必

须暴露在烈日下的缘故,所以被晒得有如福尔摩

沙的生番,或美国的印第安人那般黝黑” [2]209。 史

帝瑞认为是汉人将台湾的广袤平原开发出来:
“在汉人两百多年的垦殖下”,台湾地区“西部已

经呈现出真正的中国风貌……这里并不是男人只

身前往,挣够钱后便离开的地方,而是携家带眷的

定居之处,他们千辛万苦地离开大陆,将福尔摩沙

改造成大陆家乡的风貌” [2]191。 他还大致介绍了

下当地汉人的概况:“当地汉人人口估计在五百

万人。 汉人所居住的地区,被划为一个府,是福建

省下的一个部门,其首府设在台湾府。 ‘府’下设

有四个‘县’,分布在西海岸,向东纵深可达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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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居住的山脚下。” [2]194

汉人根据居住地不同分为城市居民与乡村居

民两类。 在城市中的汉人多为产业工人和生意

人,马偕描述道:“在都市和城镇里可看到各类的

工人和生意人。 所有的工作都是用手在做,听不

到机器声。” [3]106 同时工种亦多种多样,“包括打

铁工、木匠、家具师傅、办殡葬的、刻神像的、镶银

饰的、铜锡匠、农具制工、锁匠、织工、裁缝师、染
工、鞋匠、水泥匠、石匠、窑砖师傅、烧石灰工

等” [3]106。 工人的收入亦各不相同,“技术熟练的

工人每天可得三、四角,而普通的工人通常赚不到

二角半。 他们一般都很节俭,他们的花费和西方

的工人比起来也很省,不过他们的生活通常都很

乏味而且辛苦” [3]106。 生意人则各自经营着自己

的小店,“棉被店是很重要的,水果摊和鱼摊买的

人很多” [3]106。
总体而言,汉人有着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这

与汉人长期以来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密不可分。
当史帝瑞来到汉人村落时,他的这种感觉尤为明

显。 他的汉人朋友是个拥有大量甘蔗田的农场

主,史帝瑞认为“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像美国的大

农场主” [2]95,因为整个村落都以他为中心,“里面

全都住着他的雇工,脚下全踏着他的土地。 农忙

时节大伙在他带领下收甘蔗” [2]95。 西人的描述

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在台汉人的农业耕作已与大陆

发达地区几无差异,均施行佃户制。 当时“大部

分农人的农地是租来的。 事实上,北台湾的农地

一半是属于同一个地主所有,他把地出租,租金通

常用农地上的产物来偿付。 这些佃农通常一生都

住在同个地方,儿子结了婚也和父母同住,二代或

有时三代同堂” [3]108。 即便如此,汉人的饮食依旧

较为清淡简朴。 “他们的主食是米饭,通常再配

上咸鱼和酱菜。” [2]20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

什么阶层的汉人,他们的饮食都很简单、便宜。
“富裕的汉人家庭,一天消耗的食物不过五、六分

钱;贫穷的汉人家庭,可能只要三、四分钱就能度

过一天。” [2]209 但汉人招待朋友时却很热情周到,
“主人招待我们一顿丰富地道的中菜大餐,十几

道菜陆续端出来,有鱼有肉有蔬菜水果,有茶有

酒。 他陪我们吃,并不停地帮我们夹菜” [2]95。
西人与汉人的接触过程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因

文化间的隔阂和疏离所造成的不适感,导致西人

对汉人的整体印象趋于负面。 他们将之首先归因

于台湾地区纷乱的社会状况。 麦高温曾指出,台

湾地区“除了容易辨认的土著民族外,还住着各

种不同的中国族群,按语言和文化的特征孤立存

在。 其中有来自广东的被其他族群蔑视的客家

人,以及操厦福方言的福建人” [4]86。 也有其他西

人认为,虽然“客家人比福建人还灵巧,很会做生

意,本性勇敢” [5],但却缺乏足够的理财观念,“他
们能过一天算一天,一点都不去考虑第二天的

事” [6]234。 其次,西人认为这是因汉人对传统习俗

的遵从。 在西人看来,汉人不仅“难以理解任何

新的习俗” [6]236,且“很固执,为追讨抵押品可谈

上二 十 年, 为 追 讨 土 地 甚 至 可 以 持 续 两 百

年” [7]180。 当然,西人确实反映了一些汉人固有文

化中的迷信与陋习,如相信“吃过死刑犯内脏可

以增进勇气”,因此在罪犯被处予死刑后,“刽子

手会将死者的肝脏挖出来,过油煎烤后食用,并把

剩余的卖给观众” [8]96。 但在西人语境中,这种迷

信却被用来衬托西人的苦难。 如“台湾一位不幸

的基督教徒被一群汉人暴民扯成碎片,最后他的

肝脏就如上述那样被人吃了” [8]97。 又如西人对

妇女裹足陋习的描述:“汉人妇女沿袭她们先人

的裹足传统,即使是劳动阶层的妇女也不例外。
女孩子大约从七岁起就开始裹足,直到脚成为三

寸金莲。” [2]209 西人用同情的话语讽刺了这一陋

俗:“虽然妇女的脚部遭受如此摧残,但贫苦人家

的妇女,仍然得承担许多劳务,经常可以看到她们

痛苦地在田里工作,或在池塘边帮忙丈夫捕

鱼。” [2]209 而对于苦力,西人的批判似乎亦毫不留

情,认为“苦力是喜欢闹事的一伙流氓” [9],这显

然是对中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的起因,在西人看来竟因汉人而起,

颇有“贼喊捉贼”之感。 他们认为,由于文化差异

及对未知的初始恐惧,汉人始终对西人保持着距

离感,而这种距离感很快便在两者间滋生了谣言、
中伤以及恐惧。 如当时西人将台湾地区的地方官

员描述为既奸诈又顽固的人群:“这些官员穿着

一大堆排扣,向居民煽动说外国人是群魔鬼,与吃

人肉的怪物相差无几。” [7]69 李仙得将汉人官员污

蔑为台湾地区社会动荡的原因:“他们努力贪污,
贿赂长官以躲避监督,导致司法体系正义不彰,需
仰赖氏族领袖维持秩序,但官员难以控制氏族领

袖,本身又十分腐败,使得械斗不断、叛乱频

发。” [10]11 必麒麟更是认为汉人官员挑拨西人与

少数族群的关系,自言“除非是中国官吏的介入,
否则我和汉人与原住民的关系,一直极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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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8]105。 侵台法军士兵简更是将中国官员视为

滥用酷刑的恶魔:“中国官员毫不留情,他们禁止

老百姓卖东西给我们,一被抓到不是脑袋被割下

来,就是处以笞刑,或用钩子勾在胸部或腹部上然

后挂起来,这种马上就会把做生意的念头打

消。” [11]71

总之,西人在肯定在台汉人身份的同时,始终

将其置于外来者的地位。 数百年前自陆迁台,并
在台湾地区繁衍生息的广大汉族同胞并未获得西

人正确的认识。

　 　 二、西方人对台湾地区少数族群的看法

相较于与在台汉人群体的直接对抗,略显原

始与野蛮的台湾地区少数族群反倒受到西人更多

关注甚至赏识。 西人一方面着墨于少数族群的野

蛮,称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野蛮民族,以谋杀汉

人为荣” [12]121,另一方面又否定他们的中国人身

份,试图将其看作诸多种族的混合,“他们是中国

人、马来人和日本人的混血,甚至有可能是马来

人、菲律宾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混血,带一点日本

人的肤色,比中国人的肤色还深一些” [12]121。
必麒麟通过自身观察,细数平原少数族群与

山地少数族群的差异。 首先,从人数及分布情况

看,平原少数族群多于山地少数族群,“全台约有

超五十万名熟番,而生番的数量则无际可查。 但

应少于熟番人数。 依生番勇士的数目计算:小族

约有三十至一百名勇士,大族则拥有一千至二千

名战士” [8]105。 其次,西人观察到以“平埔族”为

代表的平原少数族群,在外观上已呈汉化趋势。
如必麒麟发现他们有着“乌黑的大眼睛,阔嘴,微
翘的上牙” [8]94。 同时,平埔族人体态特殊,“更为

高挑 清 秀, 多 数 族 人 已 剃 发, 传 汉 服, 讲 汉

语” [8]94。 即便如此,必麒麟依旧认为“他们属于

马来—玻利尼西亚族群” [8]94。 再次,在西人看

来,少数族群有着简朴的生活状态,却有保持卫生

的特殊途径。 平埔族以农业为生,“虽个个是好

农夫,但产量却不如汉人” [8]94。 不过他们“不喜

好鸦片,擅长打猎、喝酒,还喜欢用稻米或番薯酿

制土酒,味甜性弱,不易喝醉” [8]94。 此外,他们有

着高超的制陶技艺,制作的水瓮与叙利亚及迦南

地区生产的水瓶很类似,“只是没有那么长,而且

两边有耳朵以便手拿。 他们都把它顶在头上,当
瓮子是空的时候,就把它倒过来戴在头上。 瓮口

的宽、直径均有六寸,戴起来像是帽子” [3]235。

平原少数族群有保持个人卫生的习惯及其洗

浴设备,一些村子甚至设有公共浴场:“从岩石旁

流出一条清凉的溪泉,以此供应村民洗浴用水。
浴场的装备很简单,有两根裂开的竹管让水喷

出” [3]238。 少数族群浴场自有其使用规范:“在浴

场里,男士站在溪泉的外边洗,女士则站在里边

洗。” [3]238 良好的秩序营造出轻松的氛围:“等冲

够后,她们才把水瓮拿起来,顶在头上走回家,还
边走边唱歌。” [3]238

山地少数族群的外观及生活状态则显得更为

原始,不过必麒麟认为他们并不会如传闻所说的

那样吃人:他们“多居住在深山地区,鲜与汉人接

触。 住在西部的汉人相信”他们“长着尾巴,模样

像猿猴”,“以部落形态群居。 他们所居住的房子

用石头建造,屋顶也是石板瓦,外观十分洁净,也
有若干部落用竹子茅草和泥土建造房子” [8]96。

虽然少数族群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十分野蛮,
但西方人却对其欣赏有加。 麦高温认为“比起日

本人和中国人外表上的礼貌,他们显得很勇敢也

很有人情味” [4]76。 汤姆森也认为“他们诚实、乐
观且随和,这是他们种族本源的特性……正因为

其温柔、不伤人,因此被汉人驱赶到贫瘠的土地

上” [5]101。 必麒麟认为平埔族性格随和,他认为虽

然平埔族对婚姻义务的概念有些随便,但总体而

言,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较汉人高尚,并称赞“平
埔族与汉人的中下层阶级比较接近,他们都显得

更纯真无华” [8]93。
有关山区少数族群的谋生情况,至今尚未有

定论。 必麒麟认为他们结合自身实际生活情况,
因地制宜,以捕猎或捕鱼为生:“他们都是英勇、
技术高超的猎人和渔夫,即使年纪轻轻的猎人,也
能轻易猎取一只鹿。 通常,他们有一种特殊品种

的狗帮忙打猎。 我拜访过几个部落后,发现男人

们除了打猎、捕鱼、战斗和制造或装饰自己的武器

外,心里并无其他悬念。” [8]98 但史帝瑞却记载其

通过耕种与贸易为生:“这些生番们种植旱稻、甘
薯和烟草,但是他们日常所食用的,大部分是与汉

人交易得来的。” [2]244 而很多中文文献在谈及生

番时,均认为其无耕种,如《台湾府志》载:
番素朴愚,不知权量。 今诸罗之新

港、萧陇、目加溜湾、麻豆、哆咯啯、大武

垅等社,去府治颇近,多事耕田,犹能以

钱贸易。 余社则以其所有,易布、絮、盐、
铁之类于社商而已。 凤山之下淡水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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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不捕禽兽,专以耕种为务,计丁输米

于官。[13]57

而对少数族群“无一神论”的赞美,似乎有着很强

的传教目的性。 如必麒麟歌颂平埔族“平日奉行

汉式宗教仪式,但也保留多种传统的习俗” [8]94。
马偕也认为,少数族群未接受过任何“先入为主”
式的宣教,有利于基督教在其族群中的传播:“他
们从来不曾听过上帝之名,也不知道神的恩典和

真理。 他们的生活充满劳苦和艰难……他们的心

受到许多迷信而变得黑暗,他们也无法理解任何

看不见的东西……他们没有祭司、偶像或庙宇,而
是不论在地里、空中和海里,处处都有令他们害怕

的神灵……所以要让他们基督教化,就需要有专

门对当地的宣教工作。” [3]238 而少数族群亦没让

西人失望:“在我的经验里,长老教会的传教士最

受平埔族人的欢迎,已有不少平埔族人受洗为基

督徒了。” [8]105

少数族群妇女也是西人重点关注的对象。 平

埔族妇女身体饰有刺青,必麒麟记载“多数妇女

手臂上有刺青装饰,若干部族会在身体的某些部

位上,做些刺青的标志” [8]99。 而史帝瑞的观察更

为细致:“当女人结婚后,她们两耳之间的脸庞

上,就会刺下如下的纹线:最上面是三条简单的纹

线,下面是一连串的 X 形条纹,这些 X 形条纹夹

在两条纹线之间,接下来是两条纹线以及一串 X
形条纹,最下面则是四条简单纹线。” [2]240 在西人

看来,少数族群妇女与众不同:她们不像汉人一样

缠足! 另外,她们不像汉族妇女那么早就憔悴,也
不像她们那么假正经。[6]237 必麒麟认为她们比西

方妇女更自由,因为虽在公众面前表现拘束,但妇

女在家庭生活中却有着更多的话语权,且享有自

由恋爱的权利[8]72。
此外,在西人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中,似乎不

断强调其与少数族群存有良好的往来关系。 必麒

麟甚至认为“除了南岬的龟仔律之外”,少数族群

“天生对欧洲人颇有好感,尤其是平埔族人,更会

把欧洲人当作是朋友” [8]105。
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西人的这一结论进行解释

可以发现,西人在突出反映少数族群的原始、野蛮

甚至血腥的同时,对“为什么这一族群在‘文明古

国的门户’ 上如此之久却没有受到他们的影

响” [9] 感到奇怪,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方

宗教相关联,并在往来信件中极力营造神秘主义

氛围,以此获取母国资产阶级的认可与支持。

　 　 三、汉人与少数族群对西人的看法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中心主义”的长期

影响,汉人早已习惯将自身置于世界中心,对西方

人有强烈的抵触感与厌恶感。 在台汉人自然带有

这一明显倾向。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汉人将西方

人看作一种低等的“生物”,并以施舍为乐:“中国

人似乎一直相信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就是苦力

也迫不及待把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让我们同样

地能够在中华文明中得到好处。” [5] 甚至将西人

与动物等视,并描绘其“男人出生时头发很长,以
树叶蔽体,有的以单腿蹦跳,其他的用鸟爪装饰自

己,在额头上有一颗巨大的眼珠,女人有很多乳

房,男人在心脏部位有许多大窟窿,以便像鲱鱼一

样能被串起来或挂在杆上运走。 最后有那些长了

翅膀的人,他们能在空中飞翔” [5]。
当然,在台汉人形成这种偏见也有其必然之

缘由。 除上述潜在的“中华中心主义”外,主要还

有两点。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看,虽然西方人大多

打着和平与中立的旗号,但西人赴台显然会给当

地的社会治理和地区稳定带来潜在的危险。 如法

国将殖民统治包装为“共荣共治”这一假象:“法
国在这地区的使命是充当所有邻国之间的调停

人,它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他们建议,以确保该区的

和平、安全和宁静,让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增加各省

的人口……提升他们居住地区丰富的文化,使他

们生产全人类需要的原料以换取他们的福祉和繁

荣。” [14]12 因此,清廷在与西人交往时往往采取较

为审慎的态度。 清廷认为认识外国人的个性,对
外交关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其二,从中国传统

文化的视角看,中国人常将西方人视为恶魔的原

型,并加以渲染。 如宣称“双眼透明的西方鬼子

需要中国孩童的黑眼来制造他们珍贵的药材,用
他们的内脏、脑髓制造摄影产品,使铅变成纯

银” [15]44。 而台湾少数族群对西人的形象诠释则

相对温和。 由于西人在途经少数族群区域时常给

一些肥皂、小珠子、红布、镜子等小恩惠,因此他们

认为“外国人都很友善”。 如李仙得行经猴洞平

埔族时,将一些英国红布和珠宝送给头目 Assam,
送“一些干鹿肉和新鲜猪肉作为友谊的纪念

物” [16]25。 但即便如此,西方人亦承认“他们有时

也对行为不检点的欧洲人表现出敌对态度” [8]97。
可见,少数族群对西人仍采取防范性措施,有着较

明显的边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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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时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族群,对
西方人的整体看法依旧趋于负面。 对于这种负面

解释,英国人富兰克认为这是在“西强东弱”格局

影响下,中国人对外部冲击展现出的强烈的应激

反应。 他认为中国人把西人归于妖怪、魔鬼、幽灵

之列,同时使用“洋鬼子” “番” “岛夷”等带有歧

视的称呼抹去西人的人性,试图用“二分法”将世

界分为有人性的中国人及野蛮的外国人[17]36。

　 　 四、西人眼中汉人与少数族群的相互
评价

　 　 长久以来,汉人与台湾少数族群的关系一直

呈现着矛盾与纠结的状态。 这一状态很早便被西

方人观察到并记录下来。 首先,西方人发现,汉人

对少数族群的形象建构较为单一和固化。 如认为

少数族群个性凶狠,以猎人头为乐,凸显其野性。
如法国探险家杜尔维勒便从当地汉人口中得知少

数族群“在节日庆典的宴会上吃老人、孤儿和残

障的人” [18]343。 汉人还常组织武装力量围剿消灭

当地少数族群,血腥的厮杀时有发生。 如史帝瑞

描述了当时汉人建有诸多前哨站点:“站哨的人

发出讯号让其他人知道我们靠近的消息。 这些小

哨站经常成为生番和汉人之间的血腥战场。” [2]94

另外,少数族群对汉人亦充满着仇视和憎恨。 如

史帝瑞听说一个汉人哨站确曾遭遇少数族群袭

击:“他们在哨站四周堆积了干草堆,然后点火把

哨站的人活活烧死。” [2]94 李仙得甚至认为,少数

族群对西人的好感是建立在对汉人的仇视之上

的,意图共同抵抗汉人[10]90。
事实上,西人的这一观察恰是 19 世纪下半叶

台湾地区社会复杂族群关系的显现。 汉人对少数

族群的主观性打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方面,汉人

需对少数族群进行有效管理与控制,因此刻意将少

数族群形象符号化与刻板化,以便处在最高位阶上

对其进行统治。 如台湾学者陈龙廷认为,汉人倾向

于将这些与“中国”不同的边疆民族野蛮化,甚至

妖魔化。 “文明与非文明是帝国中心与边缘论述,
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呈现同心圆式族群关系。 由

天子为中心出发,外层扩散出去,分别为文人官僚、
黎民、熟番、生番。 这种阶序关系,实际上就是以

‘人与非人’的二元论为核心发展而来。” [19]233 而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台湾地区少数

族群的存在仅仅是汉人自身文化主体的参照物,因
此后者常对其进行不公的形象构建,以反衬自身优

越性。 更为直观的是,由于汉人观察到的少数族群

家庭结构和祖先崇拜行为与其认知不符甚至相反,
因此便对少数族群进行指责。 而少数族群因受所

谓“无妄之灾”,而对汉人多有恶意。

　 　 五、余论

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对话,因诸文化辐射影响

力的不均而呈现明显的“中心化趋向”,并出现高

等级文化对低等级文化多样化的压迫态势[20]43。
这不仅有违人类文化互动交往的初衷,且往往为文

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歧视政策提供事实支撑和理论

依据。 在 19 世纪中西文化的互动中,这一现象便

有所发生。 在当时“西强东弱”的大格局下,以赴

台西人为纽带的中西文化在台交流平台逐渐建立。
西人以自己的方式,将台湾的形象呈现在西方面

前。 这种符号式的呈现,不仅包括对台湾地区地物

风貌的描述,也包括西方人与当时各族群的中国

人,以及汉人与少数族群的相互看法的展现。 从宏

观上看,西人与中国人的观点与视角始终处于不同

的维度。 西人在当时“西方优越论”的长期浸润

下,虽确有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部分恶习的中

肯评价,但在总体上仍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这对

当时台湾地区的族群稳定和社会团结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 在彼时“二元”结构所主导的台湾地

区社会体系中,汉人与少数族群上演着“自我消耗

式”的社会演进过程———汉人与少数族群即共同

推进台湾地区的开垦开发,又彼此进行争斗与资源

掠夺。 这种矛盾与互补,因第三方西人的介入而愈

发复杂。 从西人对汉人及少数族群的描述来看,虽
然少数族群的生产力水平要远低于汉人部落,但由

于多方外界因素影响,“善良淳朴”的少数族群较

之“丑恶狡诈”的汉人更有优势。
当然,在百余年前那个自然条件恶劣的中国

岛屿上,任何的行政机构、政治组织和文化观念均

会让群体性行为的执行力不断放大,就如即使在

台西人有着“西强东弱”的意识判断,也不得不去

适应和理解另一族群的生活观念和表达方式。 虽

然在西人多元变换视角的阐述下,台湾无奈地成

为了“人为建构”的地域及文化符号,但至少说明

中西文化多元性的表达需要特定的历史妥协,且
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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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ession of Taiwan Ethnic Groups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in the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BIAN Liang1, LIAN Chenxi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2, China;
2.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marin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deduction process have created favor-
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culture in Chinese Taiwan. The “other” vision of Westerners can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original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and more fully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one in Taiwan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erac-
tive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thnic groups. Firstly, Westerners point out the lag of the Hans’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but affirm the courage and diligence of the Hans. Secondly, while showing the primi-
tive simplicity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e Westerners have ulterior motives to excavate the religious attrib-
utes. Thirdly, the Westerners refute their image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ext and try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ones. Fourthly, most of the Westerners do not comment on the mutual evaluation between the Hans and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ut implicitly support the latter. Although the Westerners’ investigation of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transformation can present a more real and dynamic pic-
ture of modern Taiwan society, the image interaction of ethnic groups from the multi-perspective can’t easily
get rid of the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pattern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ethnic group view of Taiwan; multi-perspec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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